
本土意識的即離：中國當代藝術的模子效應 

杜之外

會議論文，1995年十二月，香港 

模子效應是兩個異質文化互相接觸時，最常凸顯出來的。文化的產生是基於對環境（自然環境
與人為環）的挑戰與作出的回應；這個回應正是人類將其主觀精神作客觀化精神或實體的呈現。既然
人類是離不開環境，因此任何一個社群都必定有其自身的文化，這文化經過不斷的延續、繁褥，漸而
形成一套具價值系統的文化模式。在同一模式內的人，整體而言，都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及行為表現；
當人類創造了一個文化模式，並在該模式內存在一段時間後，會被該文化模式定下型來，這就是「模
子」。當一個文化模式孤絕存在時，我們不易察覺模子效應，然而，若與別的文化模式相遇時，模子
效應便顯而易見了。我們嘗試從下面一則頗有趣的寓言來理解一下甚麼是模子效應：

有一隻雀媽媽帶著四隻雛鳥住在樹林鳥巢內。有一天，雀媽媽向四隻雛鳥講述牠以前在聖誕節的所見所
聞：聖誕老人身穿著紅袍，頭戴紅帽，面有白鬍子，腳穿黑靴。雛鳥一面聽，一面在腦海中泛起了一隻
身穿紅袍，腳穿黑靴，頭戴紅帽，面有白鬍子的雛鳥；雀媽媽又說聖誕老人坐著一輛有四個輪子鹿車；
此時，雛鳥腦海中泛起自己坐著的雀巢下有四個輪子。雀媽媽問雛鳥是否喜歡聖誕老人及坐鹿車。雛鳥
答道：「有鬍子的雛鳥怪醜陋，有輪子的巢，很容易從樹上滾下來，太危險了！」 

這個寓言正好告訴我們有關模子及模子效應的問題。雛鳥以自己所有的、慣常見
的模子去思考及評估陌生的事物，由模子效應產生了雛鳥對陌生事物想當然的形象。雛
鳥未能飛離鳥巢，沒有見過人。牠必定是以本身的模子，以自己最熟悉的樣式去構思聖
誕老人及鹿車的模樣，也以自己模子為基礎，批評聖誕老人及鹿車。 

因此，在選取模子及選取了模子後所抱持的態度和應用方面，往往是受到自己或別的文化模式
所左右，而且會以自己熟悉的模子為出發來對別的模子提出見解，於是很常出現如寓言中的雛鳥一般，
出現了不少謬誤。

正如利馬竇在明朝來到中國時，他對中國繪畫便有這樣的意見： 

畫家們對油彩的運用及透視原理一無所知，因而他們的作品缺乏生命力。1 

當時利馬竇帶來天主像一幅，聖母像兩幅，據記載，這三幅畫的情況是： 

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瞪，而塗五彩於上，其貎如生，身與臂手，儼
然隱起瞪上，臉上凹凸處正視與人生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
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
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明，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
畫像與生人亡異。2 

（明 顧元《客座贅語卷六利馬竇》）

顯而易見，模子效應在利馬竇看中國繪畫上表露無遺。同時，在另一方面，中國的藝術
家也同樣在模子效應下提出對西方繪畫的意見： 

西洋善勾股法，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有異，布影由闊而狹，以三角量之，



畫宮室於牆壁，令人幾欲走進，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3 

（清 鄒一桂《小山畫譜》） 

兩個背負著自己文化背景的人，各自以自己熟悉的模子函蓋別的模子，是自然而然的事。
有時，當改變既有的模子時，也使本屬同一模子的人評過不是。正如清朝時郎世寧的作
品，除在中國宮廷內獲得接受外，大多中國畫家都在模子效應下否定其價值，就是連西
方人也在自己文化的模子效應下否定其價值，就如英使馬戛爾在北京圓明園看見郎世寧
的作品時，就有這樣的意見： 

余在圓明園中見風景畫兩大幅，筆觸細膩，然過於瑣屑，又於足以增強畫幅力量力量與影響之明暗陰陽，
毫不注意，既不守透視法之規則，於事物之遠近亦不適合；然其出於歐人之手，則猶一望可知也……後
於畫隅見郎世寧名；始審所測非誣。郎世寧為一有名之西洋教士，供奉內廷，作畫甚夥，顧以聽從皇帝
之指揮，所作畫純為華風，與歐洲畫不復相似，陰陽遠近，俱不可見。某教士曾謂描繪自然，竟失其真，
謂為眼目不全，當不足以釋之也。4 

（《中國遊記》） 

可見，模子是結構行為，也同時是解構行為的力量。無論是創作或是批評或是學理上的研究，
都是以自己熟悉的模子為起點。當創作者或是批評者在面對一足以可作為創作或批評的素材時，他必
定要藉一個形式將之作具體化的呈現，而此時模子便發揮其效應，創作者或批評者便從模子效應中得
著形式，將其主觀精神作各觀化的具體呈現。 

模子效應在兩個文化接觸時最為凸顯。當與其他外來的異質文化接觸，主體文化的文化分子，
便會在本土意識與模子效應的雙重作用下，更新著主體文化。眾所周知， 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便是
與西方文化意識接觸同步進行，因而，本土意識與模子效應都對凝聚中國藝術家的思維及意識形態起
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清時期，中國藝術家已與西方文化接觸，由此而凝聚的思維，對二十世紀初中國藝術亦具
導引的作用。當時由西方傳教士所引進的宗教畫引起中國人的注意，並有畫家進行研究與學習。有
不少畫作，在構圖與取景方面，也受了西方透視學的影響，唯其所表達的，仍是中國文人畫的精神，
藝術家的意識形態與以往無異。 

這次的文化接觸，中國文化仍然是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中國文化的個性沒有動搖，中國畫家只
是將西方繪畫的外緣部份轉接過來，並沒有理會其核心部份。反而，一些西方傳教士，因感到在中
國傳教不易，於是便改變傳教的方式，准許中國基督徒祭祀祖先，以方便傳教。

這次的接觸，西方傳教士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雖然他們帶來西方文化的一部份，並沒有
在中國播下許多好成績，而中國文化的模子效應仍然是強勢，是主導力量，中國繪畫仍是以文人畫
為終，但這次文化接觸，帶來了另一情況，就是中國人誤以為傳教士所帶來的，就是西方文化的整
體，因而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曲解，以為西方藝術是以寫真為最高，結果，當西方文化再度以較完整
的姿態接踵而來時，中國文化發生了文化變遷。隨著本土意識及模子效應的作用，要拯救中國繪畫，
就要如康有為、陳獨秀等所言，要揚棄文人畫的情操，轉而學習西方的寫實主義，並且藝術應該是要
與社會聯繫，以陶冶性情。 

於是徐悲鴻，高氏兄弟等，在引入西方繪畫的寫實的同時，也將繪畫提升到社會的層面上去。



如徐悲鴻在一九二八年至四零年間，繪畫激勵赴死就義精神的〈田橫五百壯士〉，宣揚大無畏抗敵精神
的〈愚公移山〉，強調人民冀盼即將來到的救助的〈傒我后，后來其蘇〉，提醒國民奮鬥志向的〈新生命
活躍起來〉等作品。 

縱觀中國藝術的發展，自二十世紀以來，本土意識與模子效應經歷多次的演變，因而中國藝術
也出現了不同階段性的形貎。自五十年代以還，中國藝術家分別聚居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彼此
在本土意識上出現即離的狀態5，伴隨著模子效應，三地的藝術形態出現不同程度的差異與相近，唯三

地本土意識的變迭，均與政治因素有莫大的關連。 

中國大陸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末期多番的政治運動，將本土意識帶向狹窄、極端而至一統化，
藝術全面倒向蘇聯社會主義的模子效應，藝術形態趨向標準化，終至達至樣板畫的出現。七十年代後
期至八十年代，文革結束，個體開始受到重視，人的本位得以漸而從政治中釋放出來，藝術家擺脫了
標準化，單一化的本土意識的模子效應，藝術家趨向多元化的探索：探索藝術本體的應有變化、對文
化的批判、對人類生命悲劇意識的沉思、對中國藝術語言的重整與純化；與此同時，也受著西方當代
藝術的模子效應影響。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藝術家流向反理想、反崇高的意識形態裡。經過多年
的探索與努力，中國大陸的藝術工作者是希冀將西方當代藝術的模子切入本土意識中，從而能夠與西
方文化展開對話，誠如栗憲庭所言： 

能熟悉並稍有創意地使用西方現代藝術語言，切入中國現實和文化問題。這是中國現代走向國際舞台，
並與西方文化對話的前題。但是，當代藝術自渥霍（Andy Warhol）出，美國有了自己的語言方式，波
依斯（Joseph Beuys）出，有了德國的語言方式，並分別成為該地域的當代文化的象徵。正是從這種意
義上，我們期望中國當代藝術的成熟，是把中國語言方式出現作為標誌的。6 

香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藝術形態，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十九世紀末文化
的保存與延續。在一九六七年騷動事件後，政府刻意在培養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營造
很多與香港有關的正面資訊，「香港節」的出現可說是最具象徵意義。政府比前更積極
發展文化藝術。藝術家也將西方現代藝術的模子效應與本土意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
與變革）相結合，來建立香港的本土藝術。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新生的一代成長，他
們生於香港，成長於香港，更為關注香港自身所積累的文化, 視點更多落在香港所面對的問
題，包括文化與社會、香港前途問題與談判、中英爭拗、一國兩制的承諾、政黨政治的出現、離留意識
的淡退，都使本土意識更為濃烈，更多藝術家關注香港自身的文化與社會問題。 

國民政府遷台，以中國傳統水墨畫為主流藝術，取代了日治時期的藝術形態。這
顯示也有其政治因素所使然。五十年代末期，藝術家在西方現代藝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
模子效應和本土意識的雙重作用下，要在台灣創建中國現代畫。這時段本土意識源于昔
日中國大陸現代繪畫文化多於台灣本土文化的累積。七十年代，對外而言， 台灣退出聯
合國，國際外交一再孤立；對內而言，須反思反政大陸政策的破滅，取而代之，是台灣落實大十建設，
營造台灣。不少現代主義者努力發展本土，在本土文化的累積裡發展鄉土文學，也有不少藝術家以本
土文化的模子為起點，舖陳個人的藝術道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還，政治開放、容納反對黨、兩
岸關係的微妙發展、國際形勢的調整、台灣的強大經濟力量、解嚴等事態，都導引至台灣藝術界以至
整體文化都在探討本土的問題，本土意識在台灣的當代藝術是相當普遍。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政治的演化；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對外的拓展與內部矛盾的化解；香
港的回歸；自然生態的變化；所面對的文化與社會問題，在可見的將來，這些都是三地藝術家各自在
本土欲作出回應的焦點。三地本土意識的即離―互不盡同，也非無牽繫，這狀態將更擴闊藝術
家的視點，將更擴闊中國當代藝術的內函。 



目前三地的藝術人材都在經驗著類同的模子效應。大家都希冀自己的本土藝術可以在國際舞台
上站有位置，與西方當代藝術對等對話，這個希冀在下一世紀將更趨熾烈。要達至這個希冀，就會遇
著模子效應所帶來的困惑：一方面要改變現況，另成就一嶄新而屬於自己本土的模子，從而產生另
一藝術形式；然而，另一方面，也要承受國際藝術舞台對陌生模子的認受性的質疑。文化優越情懷，
非能朝夕之間可以逝去。一如利馬竇對中國藝繪畫的非議。7 

模子是會不斷變化生長，絕非是一成不變的。文化的發展就是一個模子的開始與
結束的不斷演化。模子與模子之間，是有其共同的基本前題，然而卻不可以將其中一個
模子全部函蓋在另一模子上，模子之間的歧異處比共同的前題來得多。一個模子是有其
歷史傳承，要理解另一模子，需要如寓言中的雛鳥，在飛離鳥巢，走到人間，才得知聖
誕老人及鹿車的模樣，若要明白聖誕老人背後的意義，則需要作更深入的理解，需要抽
離雛鳥的模子而進入聖誕老人的模子裏。 

要全然抽離自本的模子進入另一異質模子，是難度極高的事情，特別是居於本土者。然而，當
一個源自本土的新模子形成，而這模子與當時的西方文化模子效應關聯不大；也許這是我們對下一世
紀中國藝術的期待，屆時居於本土者對此新模子的態度，將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個
十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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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異質文化怎樣在一些文化的共同點上繼續發展的問題。一九九二年德國舉行第九屆「文件」展中，美藉菲律賓
裔藝術家孟紐爾‧歐金普（Manuel Ocampo）被選參展，他原本提交的作品因有一個菲律賓地區宗教符號「卍」而
被誤以為是德國納粹政權的符號，結果這件作品被籌展小組否決展出，顯而易見，策劃人是從西方現代主義文化
的概念來選取參展作品。另一現象，就是當白色民族運用其他有色民族的藝術語言時，會被認為是值得讚美的發
現，易地而處，則會被指為模仿之作。


